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绛侯周勃作为汉初开国功臣集团的代表人物，一生伐暴秦、征项羽、平陈豨、定燕乱、灭诸吕，安刘氏，废少帝，立文帝，威名赫赫，功高盖世，但正因为如此，汉文帝刘恒在感激他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，也对他非常猜疑和忌惮，因而对他颇施打压，又是问政刁...
　　绛侯周勃作为汉初开国功臣集团的代表人物，一生伐暴秦、征项羽、平陈豨、定燕乱、灭诸吕，安刘氏，废少帝，立文帝，威名赫赫，功高盖世，但正因为如此，汉文帝刘恒在感激他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，也对他非常猜疑和忌惮，因而对他颇施打压，又是问政刁难，又是免相贬斥，甚至诬其谋反将其刑囚，一路敲打的周勃没脾气，最终只能夹着尾巴求饶，才被可怜兮兮放过。
　　现在问题来了，文帝与周家既有宿怨，却为何要对周勃之子周亚夫无比赏识乃至重用，甚至想要将整个帝国的安危托付给他呢?
　　其实周勃死后，他的长子周胜之继承了他的爵位，没有周亚夫啥事儿。但很可惜，周胜之虽然出身将门，又娶了文帝的女儿，不知要比别人少奋斗多少年，然而此人偏偏就是个扶不起的纨绔子弟，且不说治国平天下了，只论齐家，他跟他的公主老婆感情不和，小两口整天吵架;再论修身，他竟误交匪类，一时冲动犯下杀人大罪，好在他有个列侯兼驸马的身份在，这才保住小命，但依照汉律仍被夺去了爵位与封地，绛侯国除，周家从此衰弱了。
　　但是汉文帝并没有因此宿怨就放弃周家，反而依照“绍封继绝”的规矩，对周家特予优宠，而欲在周勃的儿子中择贤立之。恰好周勃的次子周亚夫文武双全，才能卓著，年纪轻轻就累功做上了河东郡守，文帝乃封其为条侯，食邑条城(今河北景县)，以继承周勃的爵位，并在匈奴来袭时委以重任，让其带兵驻扎在长安西面的细柳营，护卫京师。
　　文帝果然没有挑错人，周亚夫果然是好样的。当年，周勃得罪了皇帝，最后被整的那么惨，周亚夫却仍能坚持原则，在天子来巡时谨守军礼，不逢迎，不媚上，如此大将风范，实在令刘恒钦服不已。刘恒于是拜周亚夫为中尉，主管禁军北军与京城防务。
　　说实话，刘恒对周家是有愧疚的，当年他那么对周勃，也是有不得已的政治苦衷。一切都是为了杀鸡儆猴，而周勃倒霉就倒霉在他是那鸡猴领袖。如今，刘恒身边已聚集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政治生力军，他可以放胆的任用年轻人了，而周亚夫就是他要着重培养的军事人才。不仅为了补偿当年那份歉疚，同时也是为了政治需要。
　　汉兴以后，武帝之前，高吕文景四代，都擅长黄老之术。而所谓黄老之术，主要就是研究黄帝与老子的学问，尤其是老子的思想。而所谓老子思想正是道家与法家的发源，其中道家的精髓就是无为，法家的精髓就是权术以及刑名学。而所谓权术之精髓，就是制衡各派势力，保证皇权独大。简单来讲就是拉一帮人，打另一帮人，哪边对皇权威胁大就打哪一边，没有永远的敌人，也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一切只有利用二字。
　　所以，在刘恒执政期间，功臣集团的势力日渐下降，文法吏阶层日渐兴起，他们当上三公九卿的比例从以前的零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三，这就极大地加强了专制皇权。
　　分析到这里，刘恒重用周亚夫的背后原因，已经呼之欲出。
　　原因很简单，时势异矣，至文帝朝晚期，随着周勃、灌婴、张相如等人的相继去世，汉初功臣集团只剩下张苍、申屠嘉等几个老的快死的老家伙，对皇权之威胁已不复存在，所以刘恒决定再次启用他们，提拔几个功臣子弟，如周亚夫、刘舍、陶青等人，以借助他们的力量，去对付一帮更加令人头疼的家伙。
　　这帮家伙就是一直困扰着汉朝发展的两大毒瘤：匈奴人的外患和诸侯王的内忧。
　　外患已经够让人头疼了，但诸侯王的内忧更加令人头疼，关键是这些诸侯王要么是功勋卓著拥兵自重，要么是野心勃勃不甘寂寞，一个个都是火药桶子，稍稍处理不好，就得把大汉帝国炸上天去。
　　刘邦在位期间的主要成绩之一，就是在吕后的帮助下除去了尾大不掉的异姓诸侯王，既没养虎遗患，又没为虎所伤，虽然不可避免的在历史留下了一些恶名，但总算为后世刘氏子孙拔去了一根大刺。
　　然而异姓王没了，还有同姓王。本来同姓王是汉室江山的一大屏藩，如果没有他们，诸吕之乱也不会那么容易被平定。但问题是在汉文帝晚期至汉景帝时期，同姓王与皇帝的血缘关系已渐疏远，且其势力与野心也逐渐膨胀，导致其对帝国与皇权之威胁亦逐渐变大，刘恒在晚年开始痛苦了。
　　最先拉开同姓诸侯王叛乱序幕的，是文帝所封济北王刘兴居。刘兴居是刘恒的侄子、齐王刘襄的弟弟。在平定诸吕之乱中立有功劳，大臣们本来许诺将梁地封给刘兴居为梁王，但刘恒后来听说他当初曾打算拥立齐王刘襄为帝，所以只割了齐地之济北郡封给他做济北王。刘兴居因此而极为不满，渐起不臣之心。汉文帝前元三年(公元前177年)五月，匈奴大举南侵，刘恒御驾亲征至太原督战。刘兴居遂趁机起兵西向，文帝闻讯，立刻罢兵南救，将刘兴居的反叛扼杀于摇篮之中，刘兴居兵败被俘，自杀，国除。
　　但济北王刘兴居的叛乱刚刚平息三年，淮南王刘长又出来捣乱了。刘长是汉高祖刘邦最小的儿子，汉文帝仅存的小弟弟，也是当初帝位候选人之一。刘长遂凭着自己跟大哥刘恒关系最好，而骄横跋扈，目无法纪。不仅公然擅杀辟阳侯审食其，并且赶走朝廷为淮南国所置官员，自己重新任命，还擅自封爵关内侯(地位低于列侯，有封号而无封国)以下94人，简直是没有王法了!但刘恒对他一直百般纵容，不但不将施以惩戒，反多赐美女黄金以归，等到弟弟错误越来越大，他又派舅舅薄昭写信去教训刘长。被宠坏了的刘长顿时被激怒，于是纠集了七十几个人，图谋造反。可惜未及行动，事情败露，刘恒遂派人逮捕刘长至长安，革除了他的王爵，把他装车打包贴上封条，发配蛮荒蜀地。年轻气盛的刘长受不了这个侮辱，行至半途，竟绝食而死。文帝于是将沿途不敦促淮南王吃饭的县官全给砍了，以挽回自己的“明君”声誉。
　　不过，刘兴居和刘长都是没城府的年轻人，刘恒又对他们很熟悉，所以很好对付，但其他年长些且关系更疏远些的诸侯王就令人担忧了，且不说他们有没有这个反心，只就目前的局势看，他们完全具有这个造反的实力。
　　首先，依汉初的政治体系，地方上郡县制与诸侯国并行，其地方军制也是并行的。郡县之地方军由郡尉统领，并直接受中央最高军事长官太尉节制;但诸侯国却能自行组建“郡国兵”，其军事指挥官“中尉”一般也由王国自置。汉初全国共有五十四郡、一千三百多万人口，其中却有三十九郡、八百五十万人口属于诸侯王的封地，而皇帝直辖不过十五郡、五百万人口而已。故诸侯王的军力完全可与帝国正规军分庭抗礼。
　　其次，汉初诸侯国内自有小朝廷，除丞相和太傅由中央任免外，其下官吏，诸侯王尽可自行设置，这客观上形成了诸侯国内独立的政治集团。其中便不免有些颇具才智的政治投机者心怀不轨，煽风点火，替主子出谋划策争权夺利，唯恐天下不乱，朝廷对他们鞭长莫及。
　　第三，我们知道，汉朝的诸侯王在自己的封国内，是可以征收赋税、征发徭役和采挖矿产的，但这还不打紧，关键是刘恒在汉文帝前元五年(公元前175年)颁布的“除盗铸钱令”，一下子把诸侯王们养的更肥了，肥的流油冒泡，非常之可怕。
　　我们前面提过，汉初因长期战乱影响，国家物资匮乏，人民生活窘迫。中央政府没有足够的铜产和财力来铸钱，因此不得不去铸造又小又薄的钱，有多薄，薄的跟榆荚一般，故称为“荚钱”，远不如秦朝时候的“半两钱”(重十二铢，直径一寸二分)来的分量足质量好，但刘邦没有办法，汉朝初立，用钱的地方太多了，政府捉襟见肘，最后只得强制收回天下的半两钱，重铸成又小又薄的荚钱，以渡过这段困难时期。
　　其实汉朝地大物博，本没有必要搞得这么狼狈，只可惜汉朝最大的豫章(今江西南昌)铜矿，刚开始在淮南王英布手里，后来又被刘邦封给了侄子吴王刘濞(刘邦兄刘仲之子)，这两位可都不是好说话的主儿，他们不肯拿出来支援国家建设，皇帝也拿他们没辙。
　　而到了刘恒执政的时候，货币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。因此时已渡过了刘邦的困难时期，经济情况有所好转，民间商人开始活跃，于是出现一大批不法商贩开始私自滥造荚钱，以谋取暴利，而导致市面上流通的货币越来越小、质量越来越差(在铜中掺铅、铁等其他金属偷工减料)，整个金融市场一片混乱。政府虽以严刑峻法大力打击，但奸商们在暴利的诱惑下常常铤而走险，导致私铸钱屡禁不止。
　　既然屡禁不止，不如放开监管?刘恒于是在前元五年四月下令允许民间私铸钱，但要求铸钱者不得再铸荚钱，而一律改铸四铢钱，却仍在钱币上标明“半两”面额。
　　四铢钱自然是四铢重，一铢是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，因而四铢钱仍只有秦时半两钱的三分之一重，但毕竟比荚钱重了不少，这样货币的质量就有了统一的相对较高的标准，可使其不再继续贬值，从而维护其购买力，最终起到抑制物价过快增长、以及稳定货币市场的作用。
　　然而，文帝此举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间奸商的粗制滥造，却又导致了官商与诸侯的垄断。作为掌握大片土地与矿产资源的诸侯王，他们可发大了。尤其坐拥豫章大铜矿与广阔东海资源的吴王刘濞，他采铜而铸钱，又煮海以为盐，得致富甲天下，而渐有东帝之志。
　　综上所述，诸侯王们有兵有粮有钱有人才，已成尾大不掉之势，只要给他们一个理由，他们就能翻天覆地，翻云覆雨，搞得天下乱七八糟。
　　因此，不仅文帝为诸侯王们殚精竭虑吃不香睡不好，他所提拔的几个年轻大臣，也着急的上蹿下跳，就差掀房子拆瓦了。
　　汉文帝前元六年(公元前174年)，贾谊向文帝上了一篇洋洋洒洒数千字的雄文《治安策》，其中对当前的政治形势极为忧心，竟言要为之痛哭，为之流涕，为之大声叹息，并提议将诸侯国分成若干国，使其诸子分别受王爵，是为“剖分王国策”。
　　贾谊此议，众建诸侯而少其力，诚不失为安汉甚佳之策，俨然汉武时大获成效之“推恩令”前身。往往盛世，才真正需要这样振聋发聩的危言，这种“杞人忧天”的忧患意识才是真正的强国之瑰宝。只可惜天下大势已成，文帝虽深纳其策，亦难骤付实施。所以直到此后十年，即公元前164年，刘恒准备齐全之后，这才稍试行之，分齐为七国，分淮南为三国，又把自己除太子刘启外仅存的儿子刘武从淮阳王徙封为梁王，并广梁国之地，以控制中原，震捍诸侯，屏障中央。
　　然而，刘恒最终还是放过了最危险的人物吴王刘濞，这不仅因为刘濞实力雄厚难以制伏，而且还因为刘恒欠刘濞家一条命，心中愧疚，不忍做的太绝，更重要的是，刘恒还需要吴国为朝廷再多铸几年四铢钱，以渡过文帝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，等到社会财富积累够了，经济步入正轨，再拿他开刀不迟。
　　汉文行事，从来谨小慎微，汉武暴风骤雨式的施政方式不是他的风格，所以他明知诸侯王必将成为汉之心腹大患，但也只是从容布置以慢打快，以免处理不慎而致祸生肘腋。
　　举凡成大事者，一要魄力，二还要谨慎，刘恒谨慎有余而魄力稍显不足，这注定他成不了什么大事也出不了什么乱子，每一代人有每一代的使命，刘恒其人，可谓通透。
　　当然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再过十几年，等诸侯王势力越来越大，独立性越来越强，乃至威胁到整个天下的稳定之时，问题终究还是要彻底解决的。
　　所以，文帝决定为他的继任者留一个平常时候能镇得住，关键时刻能顶得上的超级救火队员。
　　于是，在细柳营事件一年后，也就是公元前157年五月底，汉文帝刘恒病重，弥留之际，刘恒也学他老爸刘邦般，留下遗言，把安定刘氏的重任托付给了周氏。
　　刘恒对太子刘启说：“即有缓急，周亚夫真可任将兵。”
　　对于父皇的遗命，刘启谨遵不误，于是在六月初九即位为汉孝景帝后，立刻晋封周亚夫为车骑将军，统一指挥南北禁军。汉朝时南北军一般都由中尉与卫尉分管，少有两军军权同归于一人者，可见景帝对周亚夫之信任重用。
　　当是时，周勃灌婴等老将已死，卫青霍少等名帅未生，李广也只是一个小小的都尉，整个大汉只有周亚夫一根中流砥柱，历史为这颗从细柳冉冉升起的将星留下了独步的长空，问天下谁能与之争锋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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